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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国内政治的新变化 民主党派的出现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的反共气焰有所收敛，但反共活动并未停止。据周恩来1942年４月报告，自年初以来，国民党制造的反共事件即

达109起。中共一方面估计到国民党可能利用国际形势和战局发展的某些因素，发动新的反共活动；另一方面，也预见到国际环境和反法

西斯战争的胜利必然对国民党的反共倾向起一定的制约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中共认为虽然根本解决国共关系的基本条件还不成熟，但两

党关系可能出现某些转机，通过谈判解决某些具体问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1942年７月７日，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提出，

按合理原则改善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党派间的关系，商讨解决过去国共两党间争论问题，及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及建设战后新中国的一切问

题。  

  1942年９月，蒋介石对周恩来表示，拟请毛泽东于同年１０月去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毛泽东亦表示准备前去与蒋介石谈判，将国共

关系根本加以改善。１０月，中共中央首先派林彪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提出改善国共两党关系，加强合作的具体条件：（１）承认中共

合法化。（２）要求将包括新四军在内的中共领导的武装部队编为４军１２师。（３）陕甘宁边区改为行政区，实行中央法令，但人员与

地境不变。（４）作战区域根据目前情况作适当调整。1942年１２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十中全会，详细讨论中共问题。蒋介石表示，希望

国共问题整个地迅速解决，不要零零碎碎拖拖拉拉。但由于国民党方面缺少诚意，缺乏应有的实际行动，使谈判无法取得进展。1943年７

月，周恩来、林彪返回延安。  

  在此期间，1943年５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国民党利用这个机会发动了又一次全国性的反共活动，中国再次面临分裂和内战的危

机。６月１２日，蒋介石指使特务在西安召集所谓“文化团体”开会，发表通电，要求“解散共产党，交出边区”。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向

中外报刊发布了这个消息，趁机扩大反共宣传。在军事上，５月下旬蒋介石即密电胡宗南，趁共产国际解散之机，闪击延安，一举攻占陕

甘宁边区。６月，胡宗南按照蒋的命令，进行反共军事部署。该战区二个集团军又二个军，四、五十万军队准备兵分九路“闪击延安”。

国民党准备进攻延安的图谋，通过中共的情报渠道传到延安。国共团结抗战大局面临破裂的严重危险。为制止分裂内战危机，朱德总司令

致电蒋介石、胡宗南等，呼吁团结，避免内战。同时，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边区部队作好应战准备，八路军主力一部调至陕

北和晋西北待命。  

  ７月９日，延安召开三万人参加的纪念抗战六周年民众大会，发表通电，反对内战，保卫边区，向反共顽固派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

中共南方局及中共在大后方的代表机构，积极奔走，调动一切力量，发动停止内战运动。国民党的反共行径不仅受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

对，而且英、美、苏也对中国国内的这种严重局势表示不满。７月７日，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不少外国记者纷纷

质询内战危机。上述各国大使会晤，警告重庆政府，不得发动内战，否则将停止各国的援助。  

  在强大的国内国际舆论的反对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偃旗息鼓，停止军事准备活动。７月１１日，蒋、胡复电朱德，说明无进攻边区

之意。７月１２日，胡宗南下令撤退部队，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被制止了。  

    就在国共两党既联合又斗争的态势下，被称作第三种力量的民主党派悄然出现了。这些党派的首次集结，出现在抗战初期的国防参议会

时期。国防参议会是1937年８月中旬，国民党在共赴国难大趋势下成立的一个隶属国防最高会议的战时政策咨询机构，它虽然人数与职权

均极其有限，却吸纳了战前一直被排斥于国家政治之外的中国共产党、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救国会、中华职教社、乡村建设派等主

要在野党派和社会团体领导人。  

  1938年７月成立的国民参政会是社会各阶层宣传主张与开展政治活动的合法阵地，也是中间党派合作联合的枢纽。在国民参政会初

期，这些党派最成功的合作，就是在1939年９月一届四次参政会上联手促成第一次宪政运动。青年党左舜生、国社党张君劢、第三党章伯

钧三人共同领衔的《请结束党治立施宪政以安定人心发扬民力而利抗战案》和张君劢单独提出的《改革政治以应付非常局面案》首次明确

要求结束一党训政、实施宪政。在提案审查会上，曾琦、左舜生、李璜、罗隆基、徐傅霖、章伯钧、邹韬奋、陶行知等彼此声援，达成了

《请政府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实行宪政决议案》。根据这一决议，蒋介石指定黄炎培、张君劢、周览等２５人组成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

协助政府促成宪政。  

  由于国民党对客观、真正意义上的宪政本来没有诚意，绝不会轻易把手中的“治权”变成难以控制的“民权”。1940年２月１２日国

民党中央下达《对实施宪政问题之指示》，强调宪政讨论必须由各省市党部、政府会同所在地参议会召集，并对讨论宪政进行了种种限

制。第一次宪政运动发动不久，就注定了失败的结局。  

  皖南事变的发生，以及沈钧儒等被排除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等，使中间党派感到沉重的压力，维护与加强自身地位的愿望使它们感到有

必要进一步的联合。1941年３月１９日，由青年党、国社党、第三党、职教社、乡建派领袖及个别无党派人士组成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同盟”以互选的形式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推黄炎培、左舜生、梁漱溟、张君劢、章伯钧５人为中央常务委员，并制定了“政纲”、



“简章”和《敬告政府与国人》宣言。  

  以实现民主政治为帜志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从成立到公开经过了一个艰难的过程。为了造成既成事实，使国民党不得不承认，梁漱

溟受委托到香港创建言论机关。９月１８日，《光明报》在香港创刊。10月10日在免检的广告栏中以“启事”的形式发表了宣言和政纲。

1941年11月16日，二届二次国民参政会召开前夕，张澜、左舜生、章伯钧、罗隆基在重庆茶会，宣布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从此，一个

新的资产阶级政党开始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中国的政治格局也出现了新的变化。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政治主张集中体现于《对时局的主张纲领》（“即十大纲领”）。它的突出特点是明确提出“政治民主化”与

“军队国家化”，这两项主张概括了政团同盟及后来中国民主同盟的基本立场。张澜阐述说，前者的目的是实行主权在民的民治，以期建

设一个政治自由、经济平等的新民主国家；后者是说军人应尽忠于国，彻底取消军队内任何党的组织，全国任何方面再不许有党军与私人

武力。１１月２５日，以政团同盟参政员为主向二届二次国民参政会秘书处提交了《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提出

“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蒋介石异常恼火，不准提交大会讨论。后来，几经周折才形成由蒋介石、张君劢、左舜生等五人以主

席团名义提出的《促进民治与加强抗战力量案》。依照商谈协议，国民党答应建立党派间合作关系，同盟将此理解为成立战时内阁，以为

这是通向政治民主的第一步，作为交换条件同意抗战期间不再提及宪政实施。然而，国民党最终自食其言。  

    皖南事变后，国共间进行着一系列谈判，但这些谈判都仅限于双方，未让外界插手。这是因为国民党始终没有把同盟视作一个实体性的

政党，仅仅摆在利用的位置；中共则出于同盟中央实际由与国民党关系暧昧的青年党把持，所以不能不抱有怀疑态度。同盟对于国共的这

种做法十分不满，多次要求谈判公开。这种状况一直到1944年才有所改变，其原因一是同盟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态度越来越激烈，影响

亦越来越大；二是同盟地方支部吸收了相当数量的无派别个人盟员，以至少量中共党员，其中不少人成为地方民主运动的重要领导者。同

盟向左转的倾向遭到国民党的不断压制，这反解除了中共的顾虑。于是中共在提出联合政府建议前不仅特意征求同盟的意见，而且将其列

为党派会议的一方，从而在真正意义上把它当作了重要的同盟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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